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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去去去——六、七○年代海外女性小說

「任何想尋根的人，應該去種樹算了。」——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我不是不快活，只是不是快活。」——吉錚＜會哭的樹＞(1965)

海外文學是六○年代至七○年代台灣文壇裏異軍突起的文類。它的崛起和

發展與台灣戰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有密切的關聯。在高壓統治和文化斷層

的局勢中，許多知識份子莫不以出國深造為改善處境的方法。緊張孤懸的國際地

位及貧窮低落的國民所得更助長社會上崇洋的風氣，視移民--尤其是留美--為飛

黃騰達的捷徑。考上高等學府，特別是台大，不僅掛上躋身社會菁英的告示牌，

亦為將來出國增添許多籌碼。「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句流行

的口號，不只說明台灣社會數十年來的價值標準，也變為招攬學子的生意廣告，

更成為揶揄嘲諷、甚至民族主義式的攻訐罪狀。

正因為功利性地簡化為成功的象徵，或是道德性地放大為家國問題，出國

的其他複雜面向往往被忽略。六、七○年代的留學潮，除了是中國現代化運動裏

留學熱的持續延燒，還是四九年大陸移民潮的遺緒。這一波出洋菁英群不管是由

大陸遷台，或土生土長，都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禮，不啻是戰後台灣與其他

種族文化接觸互動的先鋒，海外文學自是其間的記錄省思。評論家對海外文學裏

敘述種族衝突或民族存亡(如保釣)等議題素來關心，研究焦點側重於劉大任、張

系國和白先勇等男作家文本。但對於出國者個人的處境， 尤其是女性， 的討論

較少。

有鑑於此，本篇論文將逕由文本中呈現的女性個人問題切入，旁及女性在

新環境裡與舊族群的互動關係。移民，既是自主的個體，亦是文化、性別和階級

的代理。跨界的主體，究竟能自由來去兩個文化版塊之間，開創第三種空間？或

是陷於鴻溝之內，進退維谷？我將先釐清幾個常見相關的詞彙概念，思索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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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對女性主體--尤其是女留學生--的意義，到底是移民？放逐？旅行？抑或是

族群散居？由於海外文學在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後政治性轉強，而於八○年代蛻

變為建構華美身分的移民文學，本文的研究年代主要鎖定於六○年代，當故國身

分仍是重點時。藉由吉錚，於梨華、孟絲、聶華苓與叢甦的早期小說，探討台灣

女性知識分子在遷徙過程中的個人選擇、處境與困境，在新舊社會環境融會下個

體與社群產生的特殊變化。

  

在切入本文主題之前 我們必須先比較幾個牽涉到去國離家的批評詞彙，包

括移民(immigrate)、旅行(travel) 、自我/放逐或流亡(self/exile)、族群散居(diaspora)，

以便更貼近六、七○年代的留學意涵。移民，是一個比較主動的字彙， 移民者

揮別故居， 嚮往在新地方建立新家園 ，心懷拓展希望。戰後第一批出國的留學

生們，雖然多半在學成後選擇居留，但是失落徬徨、戀土懷鄉。所以留學固然是

移民的一種，卻與移民的原意不甚相同。留學與旅行在形式和意義上也有若干雷

同。留學生出國習藝，返國服務，猶如踏上智慧與財富之旅，與旅行的本質--「獲

得」--不謀而合。兩者皆由來去之間，進行知識、經濟與文化資產的交換提升。

所不同者，旅行的過程是變動的、暫時的，旅人的出發點與回歸地都是「家」；

但是六○年代的留學生儘管懷著學成歸國的理念短期離家， 最終卻選擇留美，

尤其是本篇討論的小說主角。因此，她們雖與旅者一樣， 具備「獲得」的進取

心與行動力，卻與旅人的際遇迥異。

相較於較為積極、樂觀的移民和旅行，放逐這個較悲情的概念最普遍地用

來詮釋六、七○年代的留學生現象。若依據康明斯基的界定，就外緣背景來看，

除了遭政治迫害者及其受波及的親友(如聶華苓)，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是否稱

為流亡者似需斟酌；就最關鍵性的文本內容而論，以留學生文學中瀰漫不去的思

鄉、尋根愁緒判斷，族群散居應是理解這時期的海外小說較為貼切的概念。

克里佛認為，族群散居的經驗對女性而言，可能強化也可能鬆動原來性別

的劣勢。往好處看，保持與祖國、親友、宗教文化傳統的聯繫雖然是她們可依恃

在僑居地生存的資源，卻也不無重覆父權結構之虞；另一方面，新環境雖然充滿

敵意與艱難，新的角色和需求、新的政治和個人空間卻也可由族裔遷移的交互活

動而打開。往最壞處看，「女人的經歷也許是雙重痛苦——既為寄寓時物質與精

神上的不安全所苦，同時又要應付新舊父權制裏要求的家庭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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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綰來說，族群散居之異於「旅行」的短暫，「放逐」的個人取向，正因

為牽扯到定居與社群的問題，雖然先決條件皆是移動與跨界。六、七○年代的台

灣女留學生，始則是具有追尋、冒險精神的行動主體，卻在學業結束、選擇居留

後變成族群散居者。由行者到散居者，異國的「家」結構與文化，對於這些女性

菁英究竟產生何種影響？

不管是吉錚、於梨華或下節將論及的叢甦，甚至稍後出國不在本文討論範

圍的歐陽子、陳若曦和李渝，她們皆出身台大（孟絲則是師大）。她們筆下的女

留學生亦有類似背景。這些在台灣社會的金字塔頂端的菁英，到異邦之後，因種

族衍生出的經濟弱勢，使她們階級下降，成為打工洗碗的雜役。忍受「研究生」

與「洗碗工」的複合矛盾階級身分，歷盡萬苦拿到學位後，卻往往走入家庭，為

丈夫的事業成功默默付出。

留學生與全職主婦這兩種不同特質與身分的衝突成為她們痛苦的來源。留

學，是女性旅行的一種模式，亦是在某些特定歷史與社會語境裏認可的改變的手

段，尤其是戒嚴時期的單身女性。所以如果我們由旅行的角度審視，留學不啻為

某種歷險與開拓，理論上將允許「女性旅行者從男性文化裏客體傳統位置上移

走，而她活躍的經歷駁斥了男性在外在世界行動而女性限制於家庭空間的基礎對

立。她的旅行的隱喻不只銘刻女人在世界裏的位置，和性別化的空間次序，女性

旅行的比喻是重構世界意義的敘述。」但實際上，她們旅行者的身分在結婚後進

入族群散居狀況時中止，她們原有的菁英和旅者的能動性與自信心也受到考驗。

「美國化」的新身分——郊區家庭主婦，即使是中產階級，一樣抵銷她個人的成

就感。她們呈現於文本中的「不快活」，嚴格看來，非來自種族歧視或文化適應

不良，而是適應美國的另一父權文化後，固定了她們原來的不穩定、曖昧性的發

展可能。因此，寫作，讓海外女作家們有回「老家」的感覺，回到根源，回到舊

的自我。記憶她們最有價值的部分，她們的才華，以及她們青春時期追求嚮往的

美夢。重新肯定自己為創作的主體，而不僅是某個白人社會的邊緣家庭裏，某人

的妻子和母親。

散居客的「生根」需求會凝聚出社群意識，仿製出老家文化。通過歷史性

的想像聯貫，在抗拒新環境的劣勢現狀時不失歸屬，在被異族收編整合的危機中

有所憑藉。對於一個在現代文明裏節節敗退、烙印無數羞辱經驗的民族成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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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古老的」文化更是維護種族與個體尊嚴的有力防線。所以一旦女性散居者

進入其原生語言記憶社群的共榮圈時，她亦難逃舊有性別模式與價值的規範制

約，不管在現實層面或文學表徵上。

深諳此理，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一九七○）索性一併叛離家國，不

斷在奔行踰界中規避律法束縛。除了逃亡，死亡是另一種解脫的方式。叢甦的＜

癲婦日記＞（一九六七）擇取更加決絕的悲劇性越界。＜癲婦日記＞藉現代主義

與存在主義互文＜狂人日記＞，將中國現代小說衍伸成海外文學；以來去間流離

失據的散居女性，終結憂國的根本「大」業。八○年代以後，美華文學逐漸蛻變

為華美文學似乎早有跡象可尋。

女性在中國現代留學潮中，並未缺席。戰後第一批出國渡洋的台灣女留學

生，孤身上路，忍受經濟、社會與學業的多重阻撓，取得學位並立業成家，告慰

隔海親友。幾番艱辛，她們終於解除了國共爭戰下的政治威脅和輾轉顛沛之苦。

她們選擇進入散居階段，享受自由穩定的生活。未料辛苦經營出來的家園卻局限

住原本的雄懷遠志，曾經崢嶸漸褪為成功男人背後的身影。家庭與社區的力量帶

來支持及安全感，也形成某種壓制，是女性散居經驗裏複雜難解的雙重能源。但

是在女性主義尚未形成系統化論述之前，她們甚至難以解釋身為郊區少婦之怨。

在得失損益的張力中，女作家在書寫中尋找最珍貴的舊我，將散居狀態中

的困境再現，見知中文世界裏的知音。女性個人的「不快活」固然不見警示之效，

無從冷卻台灣幾十年來的出國熱潮。相較於海外文學裏探討種族衝突和文化尋根

的主題，亦鮮見等量的重視。畢竟對台灣而言，值得關注的是民族前途，而非出

走的個體。來來來，去去去中，女性的空間跳躍到底在性別次序中斬獲轉化了什

麼？應該是我們可以再深入斟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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